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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中南方少數民族婦女的社會角色

──兼與漢族婦女比較

⊙ 潘洪綱

 

從人類學的角度看，傳統社會中，南方少數民族的女性與漢族女性在社會中角色是大不相同

的。例如在我國南方民族中，「女勞男逸」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女子從事耕種、紡

績、貿易等等，而男性除了看看孩子、抽煙、鬥鳥、閒聊而外，幾乎無事可做。如「黎婦多

在外耕作，男夫看嬰兒，養牲畜而已。遇有事，婦人主之，男不敢預也。」1這與漢族「男耕

女織」，「男主外，女主內」是有很大差異的。又如： 在漢族歷史上,除了宮廷中出現過

「供灑掃之職」的女官以外，幾乎從未出現過女官主政的現象。女性參政或對政治產生影

響，一般是以皇后、太后或帝王寵妃的身份出現。而在南方少數民族社會中，自古以來，女

性直接參政、為官的情況是大量的，在歷史上的影響是巨大的。如南北朝至隋的俚族冼夫

人、宋代黎族的王二娘、明代彝族的奢香等等。這種歷史文化現象，傳統史學和民族史家僅

僅用「母系氏族社會殘餘」來解釋，至少是很不夠的。對於這種角色同異的比較，可以使我

們瞭解兩性在不同環境下的地位與行為差別，從而進行分類、歸納，形成有系統的文化描

述。這對中華民族社會生活史、民族史、婦女史、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均有一定意

義。

（一）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談到人類的兩性分工「人

類最初的分工是純粹自然產生的，它只存在於兩性之間。」在一般情況下無疑是準確的，但

南方民族中許多情況也是值得注意的。

與漢族「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女性僅從事輔助性勞動，男性主宰社會經濟、

政治生活的情況迥然不同，南方少數民族女性在社會生產勞動中，參預了幾乎所有的生產活

動，扮演了至少不亞於男子的角色。

南方民族「女勞男逸」廣泛存在，由來已久。宋人曾記當地民俗：「余觀深廣之民，何其多

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女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墟市，負販逐利，率

婦人也」。「為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2南宋晚期任官於廣南西路的李

伯曾，記邕州所屬武緣、宣化風俗「樵蘇種獲，與夫負販趁圩，皆付之婦人，而為丈夫者，

抱哺炊爨，坐守茅廬，蓋其氣力反婦女之不若。」3後世此類記載不絕於書，「其俗女勞男

逸，勤於耕織，長裙曳地，白布裹頭」4。「惟婢仆及瑤蛋客民之婦，則終歲徒跣，視健步之

男反過之。」5這種情形與漢族婦女纏足、不出大門的情景形成鮮明對照。



南方民族女性平等地參預了除狩獵而外的所有各項生產勞動，在生產領域起著重要作用。

在農耕方面：有的地區是以婦女為主的。貴州廣順等地「土人蓋亦苗之一類也。男子以貿易

為生，婦人則勤於耕作。」6廣西興安等地，「男人炊爨，女人耕種」，「田種晚稻，不用牛

犁，用鋤以挖」7。廣東連陽「連邑風俗，懶惰成習，男不農樵，單靠婦女田間力作。」8鎮

安府「天保一屬，凡春耕秋獲，皆婦女操作而前」9。典型的如黎族，直到解放前，「婦女們

專門從事稻田的插秧，『山欄』地的播種，及以後的除草、收割、儲藏、加工等重要工

作」10。有些地區則是男女共同進行田間勞作。「苗耕，男婦並作，山多於田，宜穀者

少」11。在鄂西「邑田少山多，男女合作，終歲勤動，無曠土亦無遊民。」12廣西下雷等地

「春夏男婦耦耕，秋則鬥酒只雞，親戚相勞苦，稱淳俗焉。」13顯而易見，在此種情形下，

婦女成為農業勞動的主力，或者至少起到了不亞於男子的作用。

紡織方面：婦女也是主要勞動力。海南「山嶺多木棉樹，婦女采實，取其棉……，織而為布

名曰吉貝。或擘山麻紉線織布，……名曰黎布。」據稱此布「亦自有匠心也」，「海南人頗

用之」14。宋元之際著名的黃道婆就是在黎人中學習紡織的。湘西苗女「性喜彩衣，能織

紉，有苗巾、苗錦之屬」15。靖州、通道等處「青苗」，「能繡蠻錦、花巾」16。「永順、保

靖等處土人，婦勤於紡織，土綾、土布，民間亦多資之」17。鄂西「婦女善紡棉，不善織

布，鄉城四時紡聲不絕」，「五月，麻熟，群謳而績之成布，精粗不一」18。廣西懷遠等地

苗，「貧者或以采薪為業，婦人勤於紡織。」19。大體上，南方民族多有一些有特色的紡織

技術，且無疑是以婦女為主進行勞作的，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部分。

商貿方面，婦女的作用尤其突出。南方各地墟市貿易，由來已久，山區少數民族亦大體相

類，而以婦女為交易主要人群。明人記載：「黎村貿易處，近城則曰市場，在鄉則曰墟場。

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物貨。四境婦女，擔負接踵於路，男子則不出也。」20有些地方，由

於種種原因，少數民族男子怕見外人，而由女子外出貿遷：廣東合浦縣（今屬廣西）「莫

徭」，其男子「聞人民語輒趨避，畏入城市。……（婦人）常負藤囊，至墟貿易」21。清乾

隆時專修的民族圖集《皇清職貢圖》記錄了不少婦女外出貿易的情況：廣東乳源縣瑤婦「時

有往來城鄉，與民人市易鹽米者。」增城瑤「婦女或攜瓠貯茶以售於市。」靈山壯婦「往來

墟市，必持雨傘而行。」曲江縣瑤婦「能作竹木器舁，負趁墟以易鹽米。」22樂昌瑤婦「能

跣足登山，亦常負物入市。」23在廣西，融縣壯婦「時攜所織壯錦出售，必帶竹笠而行」。

臨桂縣瑤婦「時攜竹籃趁墟」。24梧州府各族「婦人跣足入市，與男子貿遷。」25

有學者從中國傳統社會「重農抑商」的角度出發，認為南方民族也同漢族一樣賤視貿易，而

婦女社會地位較低，故而令其從事賤業。其實不然，南方民族世居崇山峻嶺之中，生產品種

相對單一，生活必需品常常依賴於與山外民族的交換，是不可以低估的。恰恰相反，正是由

於這些民族中婦女是生產勞動的主力，在社會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且善於與其他民族打交

道，才由女性承擔此項責任。在湘西，商品經濟漸趨繁盛的清朝晚期，我們看到，「商販：

婦女以貨物等至場買賣如男子焉。販運零囤，設列陳售，婦女之比男商有同視焉。」「運

輸：凡新貨上市，女商轉運，其力每過男子，一切力資相等，無有差別。」以至有因婦女參

加交易較多，而立婦女為「場首經紀」，負責市場管理，「每逢三八六期，民苗交易繁盛之

時，日有千余人，婦女居半，苗民尤多，婦女鮮衣銀項，燦爛殊觀。故必有婦女充場首經



紀，始便交易。清吉場為場首經紀者六十余名，而婦女居四五人焉。」26是以清人從漢族男

女大防的觀念出發，認為「苗女麇集其間，固一穢墟云。」27即使是從當時人的這種反面評

價中，也能看到南方民族婦女在商貿活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他生產勞動項目中，如采樵、養（打）魚，手工、制陶等，均有婦女參預其中，並發揮重

要作用。廣西少數民族「婦女亦間采山果以佐之」，「常跣足入山樵采」28湘西「苗境中多

產有扒山狗、土狗子、黃剌魚各種。苗民時擷竹箐競取，男婦嘈雜，聲喧山谷。」29廣東黎

族「婦女還是唯一能掌握制陶技術的勞動者。」 30曲江瑤婦「能作竹木器舁」31。又向其鄰

近民族購種育蠶，苗族「婦女亦知飼蠶，惟不曉育種，春間俟民間蠶出，結伴負籠，以貨物

易之。」32壯族「今又栽種桑秧，使之育蠶，是婦功已屬勤奮。」33

南方民族婦女全面參預社會經濟生活的狀況,與漢族婦女的情形是根本不同的。與南方民族

「婦人則勤於耕作」相對應的，是漢族所謂「男耕女織」,華北一帶流行民諺「女人到田間，

連續旱三年」。漢族婦女被局限於家庭或家族的狹小圈子裏，以女紅，炊爨為主業，宋代以

後，更是廣泛推廣了纏足之習，足不出戶。與南方民族「春夏男婦耦耕」，婦女「負販逐

利」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漢族地區「闔邑門戶，皆蔽以竹屏，市中無遊女。諺雲：好個清流

縣，家家掛竹片，做了幾年官，不見婦人面。」34明代後期地理學家王士性，一生遊歷大半

個中國，他說，在五十年的遊歷中，「城市從未見一婦人，即奴隸之婦他往，亦必雇募肩輿

自蔽耳」35；而與他同時代的地理學家徐霞客在遊歷廣西山區時，一次冬十一月，「飯後夫

至，少二名，以婦人代擔。」36婦女可代為挑伕，可謂「視健步之男反過之」。

（二）

南方民族女性在社會生活和政治事務方面與漢族女性相比，也扮演了極不相同的角色。

由於南方民族婦女在經濟上的廣泛參預，也不免涉足社會事務。前人此類記載頗多：「其俗

賤男貴女，有事則女為政」37。「夷狄主陰，故宣慰土官及諸邊虜，皆聽婦人約束」38。社會

上宗教事務、民間交往、乃至糾紛、械鬥，無不有女性參預其中，如黎族重要農事活動，要

由婦女先進行祭祀「『合畝』開始插秧和收割的時候，也要由『畝頭』的妻子先做一種宗教

性的儀式之後，『合畝』內的其他婦女才能進行」。39。至有直接作為當地民族首領的：

「（黎）峒各有主管領，歲居人眾，父死子繼，夫亡婦主」40。以漢族官吏的眼光看來，她

們是代夫或代子，統領其眾。實則婦女自領其部者，亦不在少數。「其婦人亦能驅字牧，貫

勁砮，頭纏花裹。開軍府，拜跪千人，不敢仰視。」41在黎族民間發生糾紛，婦人可解，

「一語不合，輒持弓矢標槍相向，勢不可當，有婦人從中間之，即立解。」42。發生械鬥或

戰爭，「敵若令其妻車前謝過，即曰『彼賢如此，可解此圍』，或徙寨避之曰：『彼懼我，

可凱旋矣』」43。在海南保亭縣，解放前還有過婦女調解械鬥糾紛的實例44。

正是由於南方民族婦女在當地社會生活中的這種特殊的重要地位，使得她們不僅僅在當地

「撫有其眾」，「開軍府」，而且也得到歷代歷朝中央政府的承認，成為南方民族的女首

領、女土官。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對南方民族的統治，向以「從俗而治」，為基本方針，其道

在於「羈縻」，以任命當地民族首領為基本辦法。這樣，南方民族地區女性直接參政為官的

情況大量出現，在歷史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元代土司制度確立以前，就曾出現過許多著名



的女首領。元明清土司時期，更是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了女性為官的合法性，女土司、女土官

大量存在。

元以前南方民族女首領已不少，較著名的有冼夫人，王二娘等。冼夫人活躍於南北朝末期至

隋初之際，是當時南方民族的傑出首領。時國家分裂，南北對峙，豪強大族，稱雄割據，朝

代更迭頻繁，社會動盪不安。冼氏「拊循部落，統馭三軍，懷輯百越，奠定黎僚」45，為嶺

南地區社會安定、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史載，冼氏自幼熟讀《春秋》，勇

謀兼備，「幼賢明，在父母家，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後嫁高涼太守馮寶，「誡約本

宗，使從百姓禮」諸酋相率受約，州縣政令有序。南朝梁、陳之際，數次拒絕參預分裂活

動，並協助王朝軍隊平叛，以功封「石龍太夫人」。陳亡後，嶺南政局不定，她懷輯百越，

保境安民，被尊稱為「聖母」。隋開皇九年，遣孫馮魂率兵迎隋軍入廣州。次年，指揮平定

俚帥兵變，並親與隋使巡撫諸州，使嶺南重獲統一，功封譙國夫人。她軍事才能卓越，善於

審時度勢，堅持國家統一；提倡民族團結，致力於消除民族隔閡，對當地經濟文化發展作出

積極貢獻。史譽為「文謀武略，總管十州，曆仕三朝，無有二心，擅古今女將第一」46。冼

氏出身嶺南世家大族，幼讀兵書，勇謀兼備，正是在南方民族地區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

才產生出的女性傑出人物。

王二娘，南宋淳熙至嘉定間海南瓊州黎族女首領。宋人記載「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

夫之名不聞，家饒於財，善用其眾，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賜封宜人。瓊管有令於黎峒，必下

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繼其業。」47這裏，王二娘「夫之名不聞」，而死後

「女亦能繼其業」，是南方民族地區婦女從政的典型情況。據載，王二娘的祖父於北宋皇祐

間歸宋，受命守禦瓊管咽喉要地，「三世受朝廷誥命，至母黃氏承襲彈壓，邊界用寧。紹興

間，又說諭化外黎人，各安生業，莫肯從亂。乾道七年，受告封宜人」48淳熙八年

（1181），王二娘繼其母之職，受封宜人，成為黎族三十六峒統領。積極在黎區貫徹中央政

令，綏靖地方，招諭「化外」黎人歸附。淳熙十六年，詔其母之侄黃弼補「承信郎」，「彈

壓本界黎洞」49，但王二娘仍統管三十六峒之黎。嘉定九年，王二娘故，其女吳氏襲職。這

裏，不僅僅是「夫亡婦主」，而且在家族中有男性子侄的情況下，三代母女相傳，說明婦女

在當地民族中的地位。

與之相類的還有不少，如唐代烏蠻女阿奼，先嫁爨氏，由於唐王朝離間，當地屢生變亂，後

逃歸，自立為烏蠻之主，赴京朝參，大蒙恩賞。又如北宋廣源州壯族首領儂智高之母阿儂，

性聰穎，有謀略。其夫為交趾所殺，攜子逃歸，後收復其地，建大曆國。力主內附，以抗交

趾。儂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

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確立，對南方民族的統治更加嚴密，但羈縻而治，胥從其俗的策略和

思想一仍其舊。 元代規定：「雲南土官病故，子侄兄弟繼之，無則妻從夫職，遠方蠻夷，頑

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權職以行。」50明代定制：凡土司之

官，「其子弟、族屬、妻女、若婿及甥之襲替，胥從其俗。」51洪武間即已規定：「土官無

子弟，而婿為夷民信服，令婿襲，或許其妻襲」52。清承明制，「順治初年定，土官無子

者，許弟襲，無子弟，許其妻或婿為夷民所信服者一人襲。」53

應當指出的是，這裏不是土司制度給南方民族婦女提供了為官從政的機會，而是中央從制度

上認可了南方民族中大量存在的女首領、女土官的現實。如《明太祖洪武實錄》卷71載，洪



武五年正月，「普定府女總管適爾及弟阿甕等來朝，貢馬。賜羅衣及文綺，以適爾為知府，

世襲其官。」適爾與其弟同時來朝，仍任其為知府，而不任其弟，即是所謂「胥從其俗」的

例子。在這種背景下，元明清時期，女土官、女土司所在多有，大量存在。土司時代的女土

官數量很多，較著名的如瓦氏夫人、奢香、秦良玉等。

瓦氏夫人是明嘉靖間廣西壯族著名女將。她是歸順州知州岑璋之女，田州指揮同知岑猛之

妻。素喜習武，善用劍，有謀略，深得族人之心。所部田州土兵，為壯族「狼兵」中最精銳

的一支，「諸土司惟田州、泗城最強，南丹次之。田州臨大江，地勢平衍，沃野方數百里，

精兵萬人，一呼即應」54。瓦氏代行州事期間「內外凜然」。嘉靖三十三年（1554），明廷

征各省土兵赴東南沿海抗擊倭寇，請命出征,授「女官參將總兵」，率田州及鄰近地區狼兵六

千人。於各地應召之兵中，首先抵達戰場，一戰而首次扭轉東南抗倭戰局。王江涇一役，一

舉殲敵四千餘人。隨後，又在陸涇壩斬獲倭首三百餘級，焚敵船三十餘艘。成為東南抗倭重

要力量，倭寇望風而逃。功封二品夫人，「花瓦家，能抗倭」的民謠在江浙廣為傳頌。

奢香，明初貴州彝族女土司。生於元末順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四川藺州宣撫之女，十

四歲嫁貴州水西宣慰司靄翠，二十歲夫死子幼，襲宣慰使之職。明初於貴州設衛，都督馬曄

欲滅諸土司改設流官，數辱奢香，以激其反，時四十八部之首咸集香軍門，願盡死力助香

反。奢香審時度勢，商之於水東女土官劉淑貞，決定親赴金陵告禦狀。洪武十六年，至金

陵，表示願效忠朝廷，世世保土。朱元璋為治馬曄罪，封奢香賢德夫人。歸後，開立龍場等

九處驛站，設十八站，使川滇、川黔道路得以暢通無阻，促進了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打

破了水西土區的閉塞狀態。後未捲入烏撒地方叛亂，保持了一方穩定。送其子入國子監讀

書，又在水西設立學校。奢香以其對當地經濟文化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為史家所稱道。55

土司時期較著名的女土司、女土官還有很多，如明初彝族女知府商勝、明末四川著名女將秦

良玉、明中後期湖廣保靖土家族女土司彭白氏、清初湖廣茅岡女土司彭氏等等。明人就曾與

漢族的情況作過對比：「余嘗於『宛委餘編』記女官，若國初六尚之職，舊嘗取寡婦及幼女

之知書者為之，然皆典內職，非文銜。」而南方民族中女官卻非常普遍，「建昌知府師克、

武定知府商勝、東川知府勝古、烏撒知府實卜，皆洪武中土官，其後不可勝紀。」56此處還

是以文職相比，其實女土官中武職者更多。如上述奢香、秦良玉等，均為武職。清代板登爾

濟代夫為屯千總之職，「撫治番民，歲時隨各屯弁參謁，服男子頂帶，略無怍色」57。中央

王朝雖然認可，有時也不免以自己的觀念強加於當地民族，我們就曾見到由於女土官是再嫁

之婦，而被革職的例子：明宣德時，女土官觀音銘襲夫職為順州同知，後有人上告：「觀音

銘，再醮之婦，不應承襲，奏革冠帶。」58當然這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並不影響女土官大

量地存在，她們大多富有遠見和才幹,許多人對歷史作出較大的貢獻，產生很大的積極影響。

當然也不排除在土司制度的特定的環境中，有一些人起過負面作用和影響。如妻妾爭襲，擾

攘一方的情況等等。但這些並不影響我們對南方民族婦女社會角色的判斷，尤其是當我們將

她們與足不出戶的漢族婦女相比較時，更明顯地看到其間的角色差異。

（三）

對於南方民族這種「女勞男逸」的社會文化現象，傳統史學和民族學僅用「母系社會遺存」

來解釋，是完全不夠的。我們認為：此種現象的深刻歷史背景，是南方民族的「游耕文

化」59，以及由此種文化產生出的兩性社會分工。遊耕的基本特徵是，一個民族或民族的支



系，採用「刀耕火種」方式進行農業生產，在一個地方耕作幾年以後，地力耗盡則遷徙別

處。它的原生形態是山子瑤那樣「過了一山又一山」的方式，不斷地向生態環境較好的地方

遷徙；其衍生形態則是，一個民族經長期歷史發展後，在一定的範圍內往返遷徙，對土地實

行「休耕輪作」。

這方面瑤族較為明顯：「瑤椎髻跣足，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60其中以過山瑤或

稱山子瑤為典型，「凡過山瑤，遷移靡定，以遊種為業，頗近上古遊牧之風」61。佘族「耕

無犁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蟲蛇死，以為肥，曰火

耨。是為佘蠻之類」62。海南黎族「遷徙無常，村落聚散無定。所耕田在是，則居於是，日

久地瘠，則去而之他。故村峒土名，數年間數遷數易，其地不可考也。」63苗族耕作，「燔

榛荒，墾山坡，……既種三四年，則棄地別墾，以墾熟者磽瘠故也。棄之三四年，地力既

複，則仍墾之」64，是一種在一定範圍的山嶺中，實行「休耕輪作」的典型方式。土家族亦

長期傳承刀耕火種，「其地山多田少，刀耕火種」65「於二三月間薙草伐木，縱火焚之，冒

雨鋤土撒種」66。這種生產力水平下，其居地也不甚穩定，如鄂西容美土司境內「司中地土

瘠薄，三寸以下皆石，耕種只可三熟，則又廢而別墾。故民無常業，官不租稅」。67這裏土

家族「民無常業」，但「別墾」亦不離容美土司之境，是在一定範圍內的「遊耕」。需要說

明的是，南方民族中，壯族、土家族這樣人口較多、實力較強的民族，在南方山地中，佔居

了相對較好的環境，筆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廣西大苗山考察時，曾聽到當地廣為流傳的

民謠：「高山瑤，矮山苗，平地漢，壯侗住山槽」，就是一定區域內，各民族分佈情況的寫

照。所以這些實力較強的民族，很早就開始轉向一定區域內的遊耕，進而走向定居，但南方

山地的環境特點，使游耕文化的許多特徵長期保存。

遊耕是以刀耕火種的農業技術,遷徙不定的流動生活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模式。遊耕農業方式的

一個特點是，狩獵長期作為一種補充與之共存，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兩性分工。遊耕農業所

提供的生活資料不足，而投入的勞動力又相對較為節省，以及南方山地野生動物出沒的環

境，決定了漁獵在整個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其中狩獵尤其突出。「可耕乃火余之田」，

「所事者搜狩為生」68「豺豹虎兕，間經其境，群相喜謂野菜，操弩矢往，不逾時，手拽以

歸」69。福建佘族，「以耕漁為業」，「采薪捕魚，以供食用」70。廣東瑤壯「獵野獸以助

食，居二三年則移，地力竭而禽獸鮮也。」71「腰刀弩，博虎狼為業」72。各地瑤民「以野獵

為肉食，不畜牛馬，常有好犬，夏至則群瑤登山打鹿」73。「瑤俗喜獵，常畜好犬，使犬肘

火槍，或群或獨，遇野獸，雖至猛，走逐數十裏，逾山絕澗，必獲乃已」74。

如前所述，南方民族女性幾乎參預了所有社會生產勞動，但唯有狩獵沒有參預，狩獵成為南

方民族中男子獨佔的唯一生產項目。他們的男性，沒有如漢族那樣，較早從狩獵經濟中退

出，轉向農業生產，並且以其體力優勢，將婦女排擠到紡織、炊爨等輔助性勞動中去。他們

固守著狩獵這塊陣地，雖然生態環境的變化使獵物不斷減少，但遊耕的經濟模式，使狩獵總

還佔有一席之地。在遷徙範圍逐漸縮小，從遊耕走向定居的過程中，男性也開始轉向農業，

但山區特有的野生動物環境，使得這個轉變非常緩慢，甚至有些不情願。於是，狩獵之餘，

他們「抱子嬉戲」，婦女成為農業、紡織、貿易等經濟活動的主力或重要力量。「女勞男

逸」成為南方民族地區獨特歷史文化現象。以京族為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這個問題。

京族婦女除撫養子女、料理家務外，還負責將男子捕得的海產挑到市上出賣。男子因出海捕

魚，岸上的活路基本不管。家庭經濟由主婦管理，平日的活動，節日的購買一概由主婦負



責。大多數南方民族男子，如京族男性看待漁業那樣，長期將狩獵視為主業，而隨著生態環

境的變化，遷徙範圍的縮小，他們常常無獵可打，只能「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

居」，他們也曾參預農業勞動，但總未能視為主業，於是婦女成為生產勞動中的主力。

漢族歷史上也存在過「刀耕火種的農業技術」，亦即史籍所稱的「佘田」制。在西周、春秋

和戰國時代，農業上尚未廢棄這種耕作技術。在更早的一些時候，則廣泛地施行著這種耕作

方式。《詩·周頌·臣工》：「如何新佘」。傳曰：「田，二歲曰新，三歲曰佘」。顯然，

這是在優越的生態環境中，漢族較早實行的「休耕輪作」制。《爾雅·釋地》曰：「一歲曰

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佘」。根據徐中舒教授的研究，西周春秋農村公社全部可耕的田土

分為三個相等的部分，其中菑為休耕的田，新為休耕後新耕的田，佘為休耕後連續耕作的

田，三種田輪番變化，周而復始，總有一部分田處於休耕狀態，使地力得以恢復。如此，人

們漸漸不需遠途流徒了。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由於鐵農具的普遍使用和牛耕的推廣，以及

肥料的使用，人們拋棄了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在農業技術提高的情況下，休耕輪作制也逐

漸廢棄。漢民族所以能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拋卻刀耕火種的佘田制，關鍵是有了休耕輪作

制，而其居地的生態環境，廣袤的大平原，使其休耕輪作有了不必遷徒遊動的條件。史載：

「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75。這樣，在長期

歷史發展過程中，農業技術，包括保持土地肥力的方法愈益進步，其「定居」的基礎就愈益

穩固，因而漢民族就愈益「安土重遷」，最終在定居小農業的基礎上，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

文化。在此種生存狀態中，漁獵經濟退居次要地位，兩性分工十分明確。男性較早從漁獵經

濟轉向了農業，取代女性成為農業勞動的主力，而女性則從原始時代在農業中的主力地位，

退居到一個次要的、輔助的地位，進而被排擠到以紡織、炊爨等體力要求較小的家內勞動中

去了。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婦女的家務勞動現在同男子謀取生活資料的勞動比較起來已經

失掉了意義；男子的勞動就是一切，婦女的勞動是無足輕重的附屬品。」76 在此種背景下，

漢族婦女從事輔助性勞動，地位不斷下降，與南方民族女性始終參預主要經濟活動，保持相

對較高的社會地位，形成鮮明對照。

（四）

南方民族婦女廣泛地參預了幾乎所有的各項社會生產活動，「女勞男逸」成為普遍的歷史事

實。進而，她們廣泛地參預了社會生活，甚至參預政治活動，成為女首領、女土官、女將

領。她們對社會的參預是直接的，對社會歷史的作用也是直接而清晰可見的。反觀漢族則根

本不同，「古代婦女謀生能力也只限於一定範圍，『職業婦女』古即有之，也許做得有聲有

色，但其不出巫、娼妓、女僕、乳母、女侍、女藝人、賣花女、賣水果、美容師、媒婆、牙

婆、穩婆、藥婆、賣婆、女紅等不甚了了的行業。中國婦女的生活限制已發展到極

點。」77近代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將人類社會分為通過勞動而生產物質財富的「生利

之人」，和接受社會財富分配，消費物資的人「分利之人」。認為「中國婦女則分利者十六

七，而不分利者僅十三四。」中國婦女除從事「育兒女、治家計」的「室內生利事業」外,沒

有同男子一樣從事室外社會勞動的，「而所謂室內生利事業者,又複不能盡其用。不讀書、不

識字、不知會計之方,不識教子之法。蓮步妖嬈,不能操作,凡此皆其不適於生利之原因

也。」78這裏所說的一個現象是對的，漢族傳統社會中，婦女多為家庭婦女，不直接從事生

產勞動，她們的輔助性勞動，如恩格斯所說的，被男子看成是「無足輕重的附屬品」，「已

經失掉了意義」。



我們當然不會因此而否定漢族婦女在歷史上的作用。在傳統社會中，漢族婦女通常通過這樣

幾種角色對歷史產生影響：一、創造性的勞動，如黃道婆、李清照。二、子女教育，女性在

子女教育上一般承擔較多，這對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如孟母、岳母之類。三、通過丈夫間

接起作用。四、在特殊情況下，取丈夫、兒子的權力而代之，如武則天、西太后之類。五美

女，如西施、王昭君之類。六、女造反領袖，如唐賽兒之類。七、一般婦女則通過家庭和社

會的輔助性勞動，對歷史產生雖不直接、但卻是巨大而持久的影響。當然，還要考慮到漢族

是一個人口特別眾多，分佈特別廣泛，歷史十分悠久的民族，在這樣的時空差異下，我們當

然能找到許多特別的例子。如客家人中婦女概不纏足，而較一般漢族婦女更多地參加各項生

產活動，其地位就有較大的差異。還有，我們無疑可以在很多朝代，很多不同地區，找到漢

族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例子，但那卻不是漢族文化傳統的主流，對特例的探討有助於研

究的深入，卻不能用特例取代主流。

我們試圖從社會分工的角度找到漢族與南方民族婦女社會角色差異的原因，我們看到，游耕

文化在這裏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費孝通先生認為：遊耕「是一個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意識

形態的綜合性概念，一種社會經濟模式」。79在此種社會經濟模式中，男女兩性的社會分

工，沒有如同漢族那樣，男子退出狩獵，取代女子成為農業勞動的主力。在山區特有的生態

環境中，男性始終未能完全從狩獵中退出。由於環境的變化，獵物的減少，他們也從事一部

分農業或貿易、手工、樵采等等，但由於不斷遷徙，狩獵的長期存在，他們始終沒有在農業

中取代婦女而成為主力。隨著生態環境的變化，農業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愈來愈重要，

這樣，雖然南方民族早已進入了父系時代，但作為農業勞動主力的婦女的地位卻始終未能如

漢族那樣迅速下降。在此種文化背景下，她們在性、婚姻、家庭和社會生活乃至為官從政等

許多方面，具有與男子相近甚至平等的地位，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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